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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创

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不唯如此，中国在发展理念中始终将实现共同

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在经济

实践中则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绝对贫

困问题、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此为消除两极

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现

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目标诉求而言，“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着对更高水平共同富

裕的追求，就现实约束而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首

先表现为城乡、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基于此，我国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需

要将实现共同富裕放在现代化建设更为重要的位

置，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关联着新发展理念的贯彻

状况、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程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

程度。2021年 3月我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意味着新时代我国赋予了共

同富裕新内涵和新目标要求。由此出发，在理论层

面探寻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就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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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价值。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本质上与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互嵌入，它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战略目标，同时也伴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动态演

变。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市场

关系的连续调整、并在注重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结

构特征的情形下推进的，中国在经济实践中形成

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政府—市场关系，这种新型政

府—市场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度

逻辑，同时也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作

用。本文试图捕捉和刻画中国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的内涵，阐释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对共同富裕目

标实现的影响机制，进而结合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

目标定位，探究与之匹配的政府—市场关系调整方

案，这种研究为观察和理解中国共同富裕问题提供

了一种思路。

二、中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的内涵阐释

政府—市场关系是贯穿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

核心议题，也是影响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

变量。伴随着理论认识和经济实践的发展，人们针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入。在新古

典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政策

语境中，政府—市场关系是清晰和明确的，两者的

关系可被概括为：人类社会面临着资源有限但需求

无限的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冲突需要优化稀缺资源

配置；政府和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两种工

具；相对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市场具有节约信息

成本和形成有效激励的优势；市场在某些领域会出

现“失灵”，政府承担了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 [1]。这

种认识强调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机制，政府和

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分别发挥了两种作用：市场优化

资源配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见，这种针对政

府—市场关系的理解强调了政府—市场的两分框

架以及两者的板块结合。从理论上说，经济活动可

分为市场调节有效和市场调节失灵两个领域，政府

和市场分别对应这两个领域并发挥两种作用，这在

逻辑层面是内洽的。从实践来说，市场机制对于提

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而政府

则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社会

保障等领域承担职责，政府—市场的两分框架和板

块结合似乎能得到经验支持。然而，在不同的时空

背景下，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这两个领域是很不相

同的，这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及其组合方式存

在明显差异。更值得强调的是，现有针对政府—市

场关系的理解存在着三个隐含假设：一是政府和市

场业已存在，即经济系统已经存在政府和市场这两

种机制，据此，市场生成以及政府的经济性质不是

问题讨论的焦点，人们关注的是政府和市场存在前

提下这两者的作用边界问题。二是政府和市场作

用非对等，即经济系统中市场的作用是主导且主动

的，只有在市场作用“失灵”的领域，政府才应介入，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多是补充且被动。三是

政府和市场内部同质，即政府和市场是具有同质特

征的整体，政府—市场关系关注的是这两个同质概

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内部不同层级政府之

间、市场内部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特征。总

之，已有针对政府—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逻

辑强调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框架与板块结合，其隐含

着政府和市场业已存在、政府和市场作用非对等、

政府和市场内部同质等假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开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基于内外部的复杂环境着重推进了国家工

业化战略，并实行以政府高度集权、依靠指令配置资

源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之后，我国立足

于和平和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开始实施对内的市

场化改革和对外的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伴随着思想

认识的逐步深入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

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等基本经济制度。显然，我国“每一次重大

突破的改革取向都是调整和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2]，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政府—市场关系的

动态调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政府—市场关

系的变迁史，政府—市场关系构成了阐释中国经济

发展逻辑的一条主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的

政府—市场关系变迁具有突出的自身特征，例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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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冰、高雪莲、黄玖立认为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市

场”模式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资源配置与市场

调节能力，制度变迁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效

应更加突出[3]。庞明川也指出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

国家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以及俄罗斯的“弱政

府—弱市场”模式，中国在经济转轨中形成了“强政

府—弱市场”的独特模式[4]。事实上，政府力量的强

弱不是中国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根本制度差异，在

跨国比较中，“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大不同是，政府要在经

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5]，导源于东亚经济

起飞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也强调政府的有效作为而

非顺应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6]。从政府力量强弱

角度理解政府—市场关系，其本质上仍是强调政府

和市场的两分框架和板块结合。事实上，中国的政

府—市场关系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其演变不是趋同

于政府—市场的两分框架和板块结合，而是在体现

本土化特征的基础上对已有政府—市场关系的隐含

假设进行拓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与现有模

式相差别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

首先，中国的政府和市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根本目标。1949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

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和治理基

础，然而，不同时期的发展使命则推动着政府经济职

能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施以政府高度集

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基础

设施和制度安排是严重缺位的。改革开放之后，我

国在经济领域首先面临的是“市场形成”和“政府职

能重塑”这样的主题，因此，传统政府—市场关系中

政府和市场业已存在的假设，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

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不是在业已存在政府和市场的

静态环境中讨论两者的边界问题，而是在市场形成

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动态条件下探寻两者的互动关

系。进一步地，中国的政府和市场的互动服务于具

有长期引导性的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依

托于具有整体统领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

作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不同阶段

的经济工作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政府

的经济职能以及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均与党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这在经济领域中具有极为突出的表

现。“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是以党领政(共产党

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7]中国共

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在实践中

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展公有制经济等持续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领导将我国经济发

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地区目标和整体目标、总

量增长和结构转化结合起来，并以此推动市场形成、

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这

意味着：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应该将政府—市场

两分框架拓展到更具本土化特征的党—政府—市场

关系，即在政府、市场之外需要引入党的领导力量，

党—政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是中国新型政府—

市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的政府和市场是相互促进、相互增强

的，这与传统模式强调两者的作用非对等很不相

同。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塑造的，不存在脱离于市场

的政府经济职能，或者脱离于政府作用的市场资源

配置功能。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以政府有效界定产

权、维护市场秩序为前提条件，传统模式中的政府作

用领域——市场失灵也会随着技术和制度变迁而发

生变化。例如：在产权保护困难、收益存在外部性的

背景下，高速公路建设应由政府部门来进行，但如果

出现了界定高速公路产权的技术进步，则这些领域

就可以转为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将市场机制视为主

动的、先发的，将政府作用视为被动的、弥补的，在逻

辑上值得商榷。青木昌彦基于对东亚经济发展的观

察，就强调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增强关系，政府不是附

着于经济体系之上的、负责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外

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8]。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实践中不仅强调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增强，而且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凸显，从相互增强、而不是此消彼长的逻辑来对待

政府—市场关系，是中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的一

个重要特征。1978年以来，我国在农村实施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推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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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放松户籍制度的就业管制约束等均体现出对市场功

能的倚重，针对微观经济主体“放权让利”、充分发挥

市场在商品流动和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这是中国市

场化改革的重要表现。然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市场力量凸显的同时，也不断加强政府对宏观经

济的调控、连续实施五年发展规划、及时制定完善经

济政策法规、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区域一

体化建设等等，这些体现出对政府作用的强调。中

国是按照相互嵌套、彼此增强的逻辑来认识和处理

政府—市场关系的，政府和市场不存在主要次要、

主动被动、进入退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明确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力图形

成“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以及两者的良性组合，

这与传统模式的政府—市场两分框架和板块结合并

不相同。

第三，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政府和市场内部存在

着结构化特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

型不仅意味着政府—市场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而

且意味着政府内部、市场内部不同部分之间关系的

变迁，我国政府和市场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与传统模

式中政府、市场的同质化假设根本不同。从国家治

理的角度看，作为一个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的发展

中国家，我国在纵向意义需要处理中央政府与多个

层级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横向意义需要关注不

同地区发展阶段和条件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与

这种本土化特征相结合，我国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就

具有结构化特征，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的关系

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9]。新中国成立之

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我国

各级地方政府是中央经济决策的执行者。在改革

开放之后，尤其是 1994年财政分权化改革之后，地

方政府既是中央经济决策的执行者，也是基于本地

经济增长或官员晋升目标而开展资源配置的市场

参与者。区别于联邦体制和苏联体制，我国在经济

领域逐步形成了地方分权化治理体系这种独特的

制度安排 [10]，央地关系随即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焦

点问题，央地关系与土地制度相结合则构成了中国

特色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解释逻辑 [11]。除此之外，我

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在所有市场领域同步展开

的，这使得市场间也存在显著的结构特征，即在体

制转型中形成了上游市场管控型市场扩展 [12]。例

如：中国既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通过以国有

企业为代表的经营性资产、以城乡土地为代表的资

源性资产和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益性资产等公

有制经济形式影响经济发展，同时也强调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发挥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外资

经济在促进增长、开展创新、扩展就业等方面的作

用。这种对市场内部不同部分的结构化安排使中

国经济体制既区别于单纯强调自由市场作用的经

济体，也区别于单纯强调政府指令计划的经济体，

其经济发展既不是向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华盛

顿共识”靠拢，也不是向改革开放之前政府高度集

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回归。总之，冲破政府和市场的

同质化假设，关注政府和市场内部的结构化特征，

使中国经济体系的政府—市场关系与传统范式存

在明显差异。

针对政府—市场关系的传统模式强调政府和市

场的两分框架以及板块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不断深化理论认识和经

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契合于本土化特征的新型

政府—市场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政府—市场关系

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通过市场形成、政府经济职能转化来实现预

设目标，因此应将政府和市场业已存在的假设转变

为政府和市场内生演变的逻辑，将政府—市场的两

分框架扩展为党—政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中

国政府和市场不是作用非对等的，也不是相互替代

的，它们之间是彼此嵌套、相互增强的，应该从“有效

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及其组合互动中认识政府—市

场关系。政府和市场内部不是完全同质的，中国不

仅关注政府—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关注政府

内部、市场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国新型政

府—市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模式的隐含

假设，其对发展已有的政府—市场关系理论具有重

要价值，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也具有启

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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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同富裕的绩效演变

轨迹

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是我国从本土化特征出发

在经济领域中形成的概念，它对我国微观主体的行

为决策以及宏观意义的发展绩效具有直接影响，而

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正是经济发展绩效的一个重要

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是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转为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基

础[5]。就中国自身而言，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衡量我国经济

发展绩效、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进程的一个基本标

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民经

济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内涵着共同富裕需要迈上新台

阶，“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体系，更要

形成共享包容的分配体系，建设高品质生活”[13]。由

此出发，探究中国共同富裕事业的进展状况以及新

型政府—市场关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具有重要的

实践价值。

我国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伴随着经济增长而

普遍改善了生活水平，它由两个虽有区别但紧密关

联的部分组成：一是从过程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不是

社会成员的普遍贫困，它以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不

断增长为前提条件，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激发整

个社会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充分发展

社会生产力，以此为全体成员的生活改善奠定坚实

的物质基础。这个意义的共同富裕体现的是经济总

量的增长性和发展过程的包容性，不同成员虽然具

有禀赋条件差异，但他们都有开展生产要素配置的

权利，都有获取自身决策结果的条件。二是从结果

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不是指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它

以人们能够相对对等地分享发展成果为指向，因此，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增长，而且意味

着对增长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保持警惕，对中低

收入者予以保护，缩减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具有广泛

覆盖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成员因禀赋条件和

经济决策而获得极不相同的经济回报，但国家从整

体和长远目标出发进行财富“再分配”，以此体现出

发展成果的分享性和公平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

本质体现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诉求，我国的共同

富裕是上述两个部分相结合的系统概念，尽管在不

同阶段我国会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侧重两者的某个

方面，但将两者相互割裂而只关注某个部分，就不

能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完整内涵和政策取向相吻合。

依据上述两者的组合关系，也可以发现我国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是一个联系的动态过程：即首先实现经

济增长，以此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实现

不同成员分配差距的缩小，以此体现发展成果的分

享特征；最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分配差距保

持在较低水平，以此体现共同富裕的稳定性和高水

平，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了共同富裕从低到高的三

重目标。上述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为廓清新型

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影响机

制提供了逻辑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进

行了持续努力。考虑到共同富裕包含了增长过程和

结果分享两个部分，且存在着从低到高的三个目标

层次，因此基于这种概念去阐释我国共同富裕事业

的演变轨迹，就是极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典型的发

展中国家，我国的城乡经济差距构成了理解发展成

果分享的一个标尺，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总

体居民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 [14]，我国城乡之间的

收入差距影响着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15]。从实

践轨迹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8年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极为有限。如表1所
示，1952-1978年我国GDP从 679.1亿元增至 3678.7
亿元，人均GDP从119.0元增至384.7元，GDP和人均

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7％和 4.5％。在横向比

较中，1960-1978年中国人均GDP与世界和美国相

比的比重几乎未发生明显提高。1952-1978年我国

城市化率从 12.5％提高至 17.9％，1978年城乡消费

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 2.8倍和 2.6倍，农村贫

困人口超过7.7亿人，这说明增长成果在城乡间的分

享事实上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这个阶段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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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两个方面，即经济增长和成果分享程度

都处在相对较低的程度。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土地改革甚至农业合作化所形成的以相对公平的土

地占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平，为改革开放之后的

经济增长和减贫创造了良好的起始社会条件”[16]。

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我国在内外部条件极端不利

的条件下建立起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
197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8％增至

47.7％，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 49.5％
增至 72.3％。从产值结构来看，中国已经从一个典

型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这为改革开放之

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 1978-2012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

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绩效极为突出，在

人类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1978-2012年
我国的GDP和人均GDP均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两

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9％和 8.8％，中国人均GDP

相对于世界和美国的份额出现了跨越式攀升，即分

别从 5.0％攀升至 54.0％，从 1.1％攀升至 10.7％；中

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大经济体，人均GDP在 2010年(按照 2010年不变价

美元计算)超过4550美元，中国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

国家转变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在经

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绝大多数成员都因

增长而改善了生活状态，例如：城市化率从17.9％提

高至 53.1％，年均增长率超过 1个百分点，规模庞大

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农村贫

困人口从超过 7.7亿人降至 9899万。但横向比较来

看，这一时段增长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呈

现出相对攀升态势，这从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

的演变轨迹中可以得到佐证，2003-2008年我国居民

基尼系数从 0.479增至 0.491，且在 2012年之前均超

过0.470。显然，这个时段我国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

内创造了奇迹，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充裕的生产力条

年份

1952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2
2015
2020

经济增长

GDP(亿元)

679.1
911.6
1470.1
1734.0
2279.7
3039.5
3678.7
4587.6
9098.9
18872.9
61339.9
100280.1
187318.9
412119.3
538579.9
688858.2
1015986.2

人均GDP(元)

119.0
150.0
220.0
242.0
279.0
332.0
384.7
467.5
865.7
1662.5
5091.1
7942.1
14368.0
30807.9
39771.0
49922.0
72000.0

中国人均
GDP/世界

人均GDP(％)

5.1
4.2
4.4
4.8
5.0
5.5
8.2
10.2
16.6
21.6
30.6
47.6
54.0
62.8
79.6

中国人均
GDP/美国

人均GDP(％)

1.1
0.9
1.0
1.1
1.1
1.2
1.7
2.0
3.2
4.0
5.6
9.4
10.7
12.4
15.6

成果分享

城市化率(％)

12.5
13.5
19.7
18.0
17.4
17.3
17.9
19.4
23.7
26.4
29.0
36.2
43.0
49.9
53.1
57.3
63.9

城乡消费
差距(倍)

3.3
3.1
4.2
2.5
2.4
2.6
2.8
2.8
2.2
2.2
3.5
3.6
3.5
3.5
2.8
2.5
2.1

城乡收入
差距(倍)

2.6
2.5
1.9
2.2
2.7
2.7
3.1
3.0
2.9
2.7
2.6

农村贫困
人口(万人)

77039.0
76542.0
66101.0
65849.0
55463.0
46224.0
28662.0
16567.0
9899.0
5575.0

表1 1952-2020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轨迹

数据来源：GDP、人均GDP、农村贫困人口等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其中农村贫困人口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年收
入 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城市化率、城乡消费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按照CEIC数据库给出的数据计算得出，中国人均
GDP/世界人均GDP、中国人均GDP/美国人均GDP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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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增长绩效极为突出，但成果分享相对不足，这意

味着此阶段我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第一个目标。

第三个阶段是 2012年以来的经济统筹发展时

期，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相对于此前接近两位数

的增长率出现了“下台阶”。2012-2020年GDP和人

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5％和 6.0％，其相对

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仍具有增长速度优势，2020年中

国GDP总量超过 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也已达

到 10504美元，按照 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20
年中国GDP相当于世界和美国的份额分别为14.4％
和 66.5％，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和美国的份额分别

为 79.6％和 15.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过程

的包容性、增长成果的分享程度均有了显著增强，

“近一个时期，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推进，收入分

配格局正在得到改观”[17]。2012-2020年城市化率

从 53.1％提高至 63.89％，继续保持年均超过 1个百

分点的增长速度，农村贫困人口从 9899万到全部脱

贫，2020年底中国已彻底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问

题，城乡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现出持续下

降态势，2020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分

别为 2.1倍和 2.6倍，这两个指标已接近甚至低于改

革开放初期的差距程度，这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转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居民对增长成果的分

享程度得到了明显增强。此外，2008-2015年我国

居民基尼系数出现了连续下降，从0.491降至0.462，
此后出现了小幅波动并在 2019年达到 0.465，这也

反映出收入差距的扩大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

变。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收入分配差距呈现

出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我国共同富裕开始进入第二

个目标实现阶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共同富裕目标具有过程、

结果两个层面的含义，它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通
过做大蛋糕实现“富裕”)和成果公平分享(通过分配

蛋糕体现“共同”)相互嵌套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增长速度

较低、分享程度较小的恢复国民经济阶段，转变为增

长速度提高、分享程度较小的经济高增长阶段，进而

转变为增长速度下行、分享程度增强的统筹发展阶

段。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在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中体现出迂回、渐进的特征，在时序

意义上展示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的动态图景，在大国发展史上形成了将效率和公平

二者较好兼顾的典型案例。尽管目前中国与实现共

同富裕的第三个目标(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分配差

距保持在较低水平)还有距离，但在实现共同富裕前

两个目标中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已有文献认

为：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的贫

困减少，成为“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型发展

战略驱动下实现公平和效率协调发展的极为少见的

案例 [18]，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越过中国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曲线的顶点或拐点，已经进入下降通道，因而

是成功的[19]。相对于那些长期陷入经济低速增长的

发展中大国，以及相对于那些虽转为高收入国家但

两极分化严重的经济体，我国在 1949年以来的共同

富裕实践意味着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由此

延伸开来，人们需要基于中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

来阐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进而形成新时代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个目标的政策研判。

四、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影响中国共同富裕的

内在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依据本土化特征形成了

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经历

了多个阶段。作为经济领域中最为核心的制度安

排，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会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选

择和整体经济的发展绩效，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从理论推演和实践经验

来看，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主要通过四种机制

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状况。

第一，理念引领机制。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的一个内涵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从而将政府—市场的两分框架扩展为党—政

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整

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个使命型政党的宗旨践行中进行

的，这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稳定、持续的

理念引领和价值导向。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可能一蹴

而就，也不能使各地自行其是，必须有一以贯之、全

国统一的理念引领才能达成，而党—政府—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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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框架则使我国经济发展始终锚定共同富裕

这个战略目标。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

运行规律和内在弊端，并明确将共同富裕和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从一定意义上来

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

论。”[20]1887年恩格斯在《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

领的修正》中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

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作为马克思主义

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

初心使命。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

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将共同富

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方面，作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例如：1955
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中明确提出“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

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着“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涵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

实现”。显然，在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中，党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

远的战略目标，使共同富裕成为贯穿各个发展阶段

的稳定理念，使政府—市场关系调整具有始终不变

的逻辑主线，即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价值

诉求，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以这种理念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而展开，中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使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具有长期稳定的理念指引。

第二，制度支撑机制。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内涵着党—政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这不仅

使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稳定的理念引领，而且使实现

共同富裕具有坚实的制度支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我国在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建

立了新中国，并明确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为

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并提供了

稳定统一的国家治理秩序。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

模国家，只有在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基

础上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就经济维度而言，1953-
1956年我国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

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农业经过互助组、初级社、

高级社之后形成了新的经营方式，农村土地从家庭

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改造则使城市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变为国家所

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三大改造深刻改变了我国生产

资料的所有制结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我国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

1952年为44.7％，1957年为72.6％，此后直至1978年
该占比均为 100％。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国有单

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

在1952年为64.5％，1957年为96.8％，此后直至1978
年该比重均超过 95％。经过三大改造之后，我国在

城乡经济领域形成了公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占据绝对主体的制度形态。改革开

放之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公有

制经济在所有制体系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

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

达经济体相比，或者与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新兴

经济体相比，中国在所有制层面高度强调公有制经

济的规模和作用，这在经济制度层面体现出突出的

本土化特征。根据国资委2021年6月24日发布的资

料，目前我国有央企 96家；根据财政部 2021年 2月

20日发布的资料，目前我国有中央金融企业 26家，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具体体现，这些企业在稳定经济

秩序、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从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我国在所有制

领域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中强调按劳分

配为主、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强调政府的调控功能，这

为我国统筹政府和市场功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

度基础。中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所内涵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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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不仅使共同富裕成为现代化建设追求的

价值目标，而且使共同富裕具有制度的支撑力和实

践的可行性。

第三，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不仅体现为党—政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而

且体现为政府—市场的相互增强，以及市场和政府

内部的结构化安排，这些使得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

之后，经历了经济的持续超高速增长，依靠生产力发

展为我国共同富裕奠定了财富基础。我国在1978年
之前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推动了国家工业化，但也

损害了经济效率。以此为出发点，我国在 1978年开

始启动改革开放战略，这意味着我国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开始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

的主要线索包括：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的经济管制，减

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制性干预，赋予微观经济主

体更多的选择权，在加强要素流动和利用市场机制

的前提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在农村领域实

施从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变迁，赋予农

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对经营决策的“剩余索取

权”；在城市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推动民营

经济、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推动城乡户籍制

度改革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化转移，推进土地、

金融、贸易、财政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等等。根据

CEIC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国有单

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出现

了显著下降，1978-2012 年该数值从 99.8％降至

19.9％，2019年甚至降至 12.7％，这反映出所有制结

构的多样性以及微观主体选择的多元化。我国在推

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中，不是单纯地强调向微观

主体的“放权让利”和凸显市场的作用，而是同步强

调政府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的增强，例如：通过实施

“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连续

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每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部署经济工作等，我国形成了一个长期、中

期、短期组合嵌套的经济规划体系；在充分利用市场

机制同时，政府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消减地区经济壁垒等改

善市场运行所需的条件，根据 CEIC 提供的数据，

1978-2020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从 5.17万千米增至

16.63万千米，其中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从0.10万千

米增至 10.96万千米，2008-2020年高速铁路营业里

程从 0.07万千米增至 3.79万千米。1978-2020年我

国公路营业里程从 89.2万千米增至 519.8万千米，

1990-2020年高速公路营业里程从 0.05万千米增至

16.10万千米。这从侧面反映出政府通过扩大基础

设施建设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我国新

型政府—市场关系还内涵着市场和政府内部的结构

化特征，1994年财政分权化改革之后，我国地方政府

出于经济激励(促使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以及行政

激励(地方官员谋求行政职务晋升)而推动本地经济

增长，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使各级地方政府

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的驱动力量。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将

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解为彼此增强，同时在政府内

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增长功能，这是改革开放之

后我国经济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制度成因，新型政

府—市场关系使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备了财富增长

的先决条件。

第四，分配调节机制。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有助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也有助于实现增长成

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地分享。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政府—市场关系的调整意味着微观主体经济选

择权在扩展，社会成员在进行收益比较的条件下开

展经济活动，这使得经济增长过程具有突出的包容

特征，增长在整体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

平。我国经济体系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反差，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户不仅拥有农业经营的决策

权和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而且拥有劳动力在城乡、

地区和产业间的自由配置权。根据CEIC数据库提

供的数据，2008-2020年我国农民工人数从2.25亿增

至2.86亿，2003-2020年外出农民工人数从1.14亿增

至 1.70亿，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方式进入城市从事

非农就业，意味着其可以获取相对于农业更高的经

济回报，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重要性也在不

断增强。尽管在时序意义上社会成员都因经济增长

而改善了生活状态，但在横向比较中不同成员的改

善程度却存在差异。就此而言，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意味着我国对增长成果分配中的两极分化保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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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警惕，并通过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宏观调控等方式

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提下，将

增长成果的分享即“分配蛋糕”逐渐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例如：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明确提出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将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亟待破解的核心问

题。以此为背景，我国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振兴战略以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通过实施长

江经济带、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

以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2013年之后我国实施

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特征的脱贫攻坚

战略，并明确在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将

限时消除绝对贫困视为重大任务，在相似发展水平

的发展中国家，大概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

能够做到”[21]，在实践中则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

东西部扶贫协作、外部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激活相

结合等制度化扶贫机制，“精准扶贫阶段最为显著的

特点是‘五级书记挂帅’和全社会动员”[16]。我国彻

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体现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

护，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的改进与共同富裕新

目标的达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程中形成了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其强调党—政

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政府和市场两者的相互

增强、市场和政府内部的结构特征，它与政府—市场

的两分框架以及板块结合具有明显差别。新型政

府—市场关系通过理念引领、制度支撑、经济增长、

分配调节等机制而影响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完成了共同富裕的第一个目标

和第二个目标。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共同富裕事业已站在新的起点，中国需要实现共

同富裕的第三个目标，这要求对新型政府—市场关

系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我国已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的新征程，在此前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成果的基础上，

我国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全体人民”意味着共同富裕的主体覆

盖性需要进一步增强，“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意

味着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和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概括地说，我国需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使分

配差距保持在较低水平，与此相对应，现阶段我国为

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面临着较多挑战。

当前中国在实现更高水平共同富裕中面临的挑

战包括：在经济增长方面，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建立

在更为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伴随着国内外发展

格局的转变，新时代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粗

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增长将更加倚重由人力

资本提升、技术和管理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等推

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在资本和劳动要素投

入下降趋缓的同时，通过稳定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有望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中高速增长。”[22]从横向

比较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美国等主要发

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较大距离，“无论是外部环境变

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经济结构

变革和资源环境压力的态势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都是一个必须推进但面临诸多挑战的过程”[13]。这

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对共同富裕所依赖

的生产力基础产生不利影响。CEIC数据库提供的

数据显示：1990-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

增长率分别从 2.106％降至 1.048％，从 1.439％降至

0.334％；1990-2020年 0~14岁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

占比从 27.69％降至 17.95％，65岁及以上人口在人

口总数中的占比从 5.57％攀升至 13.50％，人口增长

率的下降、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意味着我国

经济增长将更多倚重人力资本红利，全要素生产率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进一步提高。然而，根据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PWT 10.0)提供的数据，

以美国的TFP为 1，则 1990-2019年中国的TFP处在

0.32~0.43之间，这与日本、韩国大致处在 0.6~0.7的

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在成果分享方面，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不同成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均在改

善，但不同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仍需提高。

根据CEIC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居民基尼

系数有所下降，但 2003-2019 年始终处在 0.462~
0.491，高于 0.4这个国际社会标度分配差距的“警戒

线”。Piketty T.，et al.通过测算发现：1978-2015年中

国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占收入总量的份额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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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41％ [23]。另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

非农化流转，此前农村和城市的传统二元结构转变

为城镇内部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新二元结

构[24]。2010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呈

现出下降趋势，但城乡居民在获得社会保障资源方

面仍存在明显落差，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

收入差距也在攀高，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计

算，2013-2020年城镇内部高收入户/低收入户的收

入差距从5.84倍增至6.16倍，农村内部高收入户/低
收入户的收入差距从 7.41倍增至 8.23倍。我国在

全面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之后将减贫工作重心转向

相对贫困，然而，这种转变会引申出一连串的问题：

相对贫困的标准确定、群体识别、成因探源以及解

决方案等，回应这些问题相较于消除绝对贫困来得

更为复杂。

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更为高

远，即在实现前两个目标的基础上意图实现第三个

目标，这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主动回应，是对社

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的更好体现，是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内在要求。问题在于如何破解当前的制约

因素，从而实现更高水平、更具质量的共同富裕目

标？从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出

发，我国在新时代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就必须

深刻认识政府—市场关系变迁的基础性作用，充分

利用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的制度优势，并依据新条

件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动态调整，以促使社会生

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促使发展成果在社会成员间

的分配更具共享特征。具体地说：

首先，基于本土化特征来理解中国新型政府—

市场关系的实践价值。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新型

政府—市场关系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大国等

本土化特征中内生出来的，它与政府—市场两分框

架和板块结合的传统模式并不相同，也与主要发达

国家或国际机构推荐的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差别，但

它因契合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需求而取得了显

著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前两个目标就是明显例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在政府—市场关系维

度具有明确指向和丰富内涵，实践证明这种“特色”

能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我国要

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新成就，就必须在理论认识和

经济制度层面坚持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坚持党—

政府—市场的三位一体框架、政府和市场两者的相

互增强、政府和市场内部的结构特征，期望按照“华

盛顿共识”或者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

目标是不可行的。

其次，依靠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在需要更多依赖全要素

生产率的支撑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高质量

发展的本质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25]。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首先取决于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当前我国

必须立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入推进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使

价格机制在加快要素流动和社会化配置中的功能进

一步凸显出来，在要素市场化领域，我国的政府—市

场关系仍应体现出放权让利、促使市场力量增强的

特征。特别是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劳动力在城

乡之间的再配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村

土地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再配置，通过金融制度改革

实现资本在城乡和产业之间的再配置。概括起来，

我国应降低甚至消除要素在城乡、产业、地区再配置

的制度障碍，以此确保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下台阶”

和增长质量持续“上台阶”。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在增长质量提高中的驱动

作用。新时代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需要市

场力量的增强，而且需要政府职能的提升。具体地

说，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持续变化的背景下，我国

应加强针对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持续增加针

对教育、培训、医疗等领域的财政投资，使经济竞争

力逐步转向兼具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本优势，加大

对铁路、公路、航运等传统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人

工智能、5G等新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降低商

品流动和要素配置的交易成本。在科技创新领域，

CEIC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1995-2020年我国研

发投入强度从0.57％提高至2.40％，但基础研究占研

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基本居于4％~6％的较低水平，据

此我国应通过完善体制和加强投入来提高国家创新

能力，通过“揭榜挂帅”方式推动基础研究或“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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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键领域的创新，在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的前提下

重点加强针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第四，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政府间经

济制度。我国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内涵着政府内

部、市场内部的结构化特征，特别是作为人口和地理

规模绝世罕见的大国，我国的国家治理是通过中央

政府和多个层级地方政府的互动来实现的，地方政

府“为增长而竞赛”是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绩效的

一个制度因素。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既要坚持采用

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结构化安排，又要不断完善地方

政府间的竞争内容和方式。服务于共同富裕取得新

进展这样的目标定位，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间

的经济制度安排，在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

设计中，应引入除经济增长之外能够充分体现社会

发展的诸多因素，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城乡融合发

展、社会保障资源供给、生态环境保护等放在更重要

的位置，同时赋予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与其财政支出

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激励地方政府立足于本

地实践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激励地方政府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并提高增长成果的分享程度。

最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发展成果分配中的调

节作用。新时代我国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更好地“做

大蛋糕”，也要更好地“分配蛋糕”。就后者而言，我

国应在初次分配中，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来体

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还应在再分配

领域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成果分享的调节功能。这主

要体现为：通过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效衔接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参照国际标准、按

照人均收入中位数的比例确定相对贫困标准，逐步

明确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城乡

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逐步下降的基础上，将城乡融

合发展的重心转向公共产品配置领域，加快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

剧、且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攀升的背景下，应逐步淡化

从城乡两大群体差异视角去理解收入分配的思路，

更多依据城乡居民家庭个体差异视角来把握收入分

配状况。另外，我国应综合运用财政、产业、货币、社

会保障等经济政策，规范在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投

资投机行为，促使资本配置从“脱实向虚”转向“脱虚

向实”，加大城乡、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壮大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对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能

力，进而为新时代我国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取得

新的实质性进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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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and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Goal
Gao Fan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formed a new government-market re⁃
lationship in the economic field, including the triple framework of the Party-government-market, the mutual strength⁃
ening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is new
type of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already recognized dual framework and sector combina⁃
tion in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market. As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China's economic field, the new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plays a key role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w government-
market relationship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four mechanisms including concept guidance, system sup⁃
port, economic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djustment. It is through these mechanisms tha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a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hina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
ple and make substantive progress, we must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new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make an
adaptive adjustment of the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by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make new progress in achiev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growth and im⁃
proving the achievement to be shared to a high level.

Key words：new type of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common prosperity;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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